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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融入对规模养殖户

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

何 可 1, 3 李凡略 1, 2 叶丽红 1, 4 杨 薇 1, 3

摘要：本文以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为例，在应用基于机器学习的套索算法筛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利用有序 Probit模型探讨农村社区融入（物理融入、心理融入、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

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面对同行在养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行为，物理融入和社交融

入均能促使规模养殖户对其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其中，社交融入的作用较大；第二，社交融入

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心理融入，高心理融入组的规模养殖户较易因社交融入程度的提升而表现出较高频

率的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第三，本村规模养殖户较易因社交融入的提升而表现出较高频率的非正式

社会制裁行为。本文认为，依据不同群体的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农村社区融入措施，促进规模养殖户采

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有助于解决养殖污染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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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个群体中，当某一成员采取了降低群体福利的行动时，该群体就会对行为规范产生需求

（Coleman，1990）。正因如此，正式社会制裁与非正式社会制裁才应运而生，以对不符合规范的行

为予以惩罚（Innes，2003）。正式社会制裁即国家司法、执法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违规者

（例如环境破坏者）实施罚款或限制，进而造成其金钱、时间的损失（Masclet et al.，2003）。而非正

式社会制裁（informal social sanctions），是指个人或团体对他人违规行为施加不造成违规者实际成本

（金钱、时间等）损失的惩罚（Falk et al.，2005），例如同龄人的压力、流言蜚语或社会排斥（Masclet

et al.，2003）。非正式社会制裁以人际交流中批评的表达为核心（Masclet et al.，2003；Gucki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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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经典的社会困境和博弈论实验表明，非正式社会制裁增加了与背叛相关的成本，从而提高了

人们之间的合作率（Falk et al.，2005；Nolan，2013）。换言之，如果人们能够通过非正式社会制裁内

生地监督和执行合作，大多数社会困境将很有可能迎刃而解（Ostrom，1990）。

事实上，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可被视为一种社会困境（张生玲和周晔馨，2012），其中就包括养

殖污染治理问题（何可和张俊飚，2020）。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在没有制裁机制的情况下，理性养殖

户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最佳决策是“较低”程度地开展（甚至不开展）畜禽粪尿循环利用，从而

使得养殖污染治理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何可和张俊飚，2020）。因此，也有文献论证了养殖污染治

理中法律法规惩罚、环境规制执行等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作用（例如朱润等，2021）。然而，遗憾的

是，罕有研究探究养殖污染治理中的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
①
的决定因素，聚焦于农村社区

②
融入视角展

开分析的研究则更为罕见。鉴于此，本文基于机器学习的套索（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算法筛选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利用有序 Probit模型，探讨农村社区融入（community

integration）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本文从实证角度探究规模养殖户在面对生态环境治理困境时

对同行所采取的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尽管有博弈论实验和理论研究的结论表明，个体愿意为解决社

会困境而对他人实施非正式社会制裁（Falk et al.，2005），但实验结论的外部效度往往引人质疑（黄

湛冰和肖尔特，2012），故尚不清楚有关非正式社会制裁的结论是否有助于解决现实中的生态环境治

理问题。第二，区别于既有实证研究多将社区融入作为结果变量（例如邓睿等，2016）、将非正式社

会制裁作为原因变量（例如Kaviani et al.，2020）的做法，本文从同行压力（peer pressure）③
视角，将

规模养殖户对同行采取的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在原因变量的选取上，本文从农村社区

融入的视角探讨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决定因素。非正式社会制裁之所以有效，是因

为人们愿意承担制裁背叛者的成本（Nolan，2013）。而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社区融入能够构建和谐

的社区氛围，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公平感（邓睿和肖云，2017），从而使得人们对于有利于社区发展的

行为（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批评他人的环境污染行为）表现出更强的努力动机（薛婷等，2013；唐林等，

2019），也愿意承担更高的成本。这意味着，农村社区融入与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之间存在理论上的

关联。尤其是，农村社区既是规模养殖户长期生产生活的场所，其本身的资源禀赋又关系到规模养殖

户从事生产经营的发展机会与前景，因而，规模养殖户更倾向于通过对同行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

而获得来自农村社区内部的支持。

本文余下内容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文献分析社区融入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

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与非正式约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行为本身，后者强调的是行

为的准则、依据。

②
本文中的“农村社区”强调的是“本村（行政村）”的概念。

③
本文中的同行是指从事生猪养殖的规模养殖户群体。同行压力，又称为“同伴压力”，是指因希望被同行认可或避免

被同行排挤而选择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行事时所产生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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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变量设置及其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对影响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因素展

开定量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以及从规模养殖户户主户籍差异的角度展开异质性分析；

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

“社区”（Community）这一概念最早由滕尼斯（1999）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

本概念》中提出，意为共同体和亲密的伙伴关系。此后，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对“社区”的概念进行

界定，认为社区是固定地理区域范围内的社会团体，其成员有着共同的兴趣，彼此认识且互相来往，

并行使社会功能。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区是农村社区，可追溯至原始农业时期的最初阶段。构成农

村社区的核心要素在于同一农村社区的居民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与城市社区相

比，农村社区具有明显的群体边界、利益边界和归属边界，其发展更加依赖自然生态环境，同一社区

居民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也更加密切（吴业苗，2020）。

社区融入作为城乡社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备受学术界关注。社区融入是促进社区不同群体之间

和谐共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或农村社区中的个体平等参与社区活动，并享有社区服务（刘建娥，

2010）。社区融入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社区参与公平感，深化个体的主人翁意识，并增强个体的身份认

同感、归属感以及对融入的责任感（崔岩，2012；邓睿和肖云，2017）。社区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

念。Wong et al.（2002）认为，社区融入可分为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三类。

物理融入（physical integration）是指个体花费时间参与公共活动与事务、享受公共服务的过程（Segal

et al.，1980）。其具体表现为：参与社区内部的人情活动，例如参加红白喜事活动（曹海林，2005）；

主动行使自身民主权利，例如参与民主选举（邓睿等，2016）；参与社区建设，例如主动参与基础设

施建设（钱文荣和应一逍，2014）。事实上，公共活动与事务反映了农村社区的共同利益（张蓓，2017）。

正如Walzer（1974）所言，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投身于公共事业的热情。

农村社区公共活动与事务参与程度越高的人往往越重视个人声誉，而个人声誉是一种“社区性货币”

（吕培进，2019）。换言之，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中，每个个体都有一个声誉“账本”，这个“账

本”记载着自身和其他成员的声誉“等级评分”。已有研究指出，对个人声誉的关注是影响个体采取

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至关重要的因素（Guckian et al.，2018）。这意味着，即使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

但为了提高自身声誉的“等级评分”，物理融入程度较高的规模养殖户也可能会主动采取非正式社会

制裁行为。

心理融入（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是指个体对自身社区身份的认同程度以及对社区其他居民整

体情感表达的程度（Aubry andMyner，2009）。换言之，心理融入强调的是对社区身份的认同感、归

属感和依恋感（崔岩，2012）。个体的社区身份是由社会类别
①
赋予的，既包括性别、民族等特征，

又包含个体对社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认同和情感；前者是先天赋予的，后者则是后天

①
在社会学中，“社会类别”是指特定的“人群”，不同的社会类别赋予人们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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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的（辛素飞等，2013）。农村社区心理融入促使个体的行为动机从以个体层面为主转变为以

社区公共层面为主，并且以社区公共利益作为自身的优先行为动机，从而增大了个体与农村社区其他

成员合作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的可能性（唐林等，2019）。具体而言，基于情感角度，规模养殖户对养

殖污染问题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反映了其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感和对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荣誉

感；基于效能角度，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所获得的收益（既包

括环境收益，又包括情感层面的心理收益）要大于养殖污染所带来的损失。这也意味着，规模养殖户

的心理融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进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社交融入（social integration）强调个体的社会关系以互助、互惠为基础，并能发挥出传递信息的

作用。通常情况下，社区社交融入程度越高的个体，其行为越具有利他主义倾向（Branas-Garza et al.，

2010）。而利他主义经常导致人们对“圈外人（outsider）”产生敌意，并惩罚那些“圈内人（insider）”

中的“搭便车者”（鲍尔斯和金迪斯，2015）。因此，社交融入程度越高的个体，往往越重视同行间

的互利和共赢。当规模养殖户与其他规模养殖户同属于一个地域空间时，他们既是污染的产生者，也

是污染治理的主体和受益者，具有互助、互惠的基础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同时，规模养殖户与其他主

体之间的互动互助能够降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逆向选择的发生（邬兰娅

等，2017）。这意味着，社交融入越高的规模养殖户，越有可能对同行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非正式社

会制裁。

综上所述，农村社区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可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亟待实证检验；并且，农村社区融入对本村和外村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差异性影响

也有待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湖北省规模养殖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以养殖污染治理为例，应用

LASSO算法和有序 Probit模型，分析农村社区融入（物理融入、心理融入、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

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使用似无相关回归模型，探讨在规模养殖

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过程中，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效果，并分

析农村社区融入对本村和外村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调查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 2018年 7月至 8月开展的生猪规模养殖户调查
①
。调查地点为

湖北省的武汉、十堰、宜昌、襄阳、恩施、荆州、黄冈、咸宁和荆门 9个市（州）。《湖北统计年鉴

2018》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湖北省全年生猪出栏量为 4447.02万头，上述被调查地区年内出栏生猪

数量为 3452.77万头，占全省总量的 77.64%，可见，本文对样本区域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调

查方法上，本文采取多阶段抽样法，即依据生猪产业发展现状在上述市（州）的下辖县（市、区）中

①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17》的规定，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本文所关注的规模养殖户为生猪年出

栏量在 30头以上的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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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 2～4个县（市、区）；之后，通过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获得规模养猪户名单，并依据每个县

（市、区）规模养殖户的数量多寡在每个县（市、区）随机抽取 20～40户规模养殖户，开展相关问

卷调查。每户调查的具体对象为养殖户户主或从事生猪养殖的家庭成员。此次调查共获得调查问卷 727

份，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剔除了主要内容缺失和信息前后矛盾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

问卷 708份。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重点关注社区融入中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

的影响。本文中，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是指受访规模养殖户上一年批评他人污染环境行为的频率，分

别为“从来没有”“很少”“有时”“大多数时间”和“经常是”，并依次取值为 1～5。为此，本文

使用有序 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  iiiiii XREPSPHFy  （1）

（1）式中，yi 为被解释变量，即为受访规模养殖户批评他人污染环境行为的频率；PH i 、PS i 、

RE i 是本文最关注的核心自变量，分别是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 、 、分别为上述

核心自变量的系数； X i 则包括一系列反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政策特征、环保认

知、地区特征等控制变量，为控制变量矩阵所对应的系数； i 为残差项。 ）（F 的具体形式如（2）

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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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式中， 为切点，  4321  ，且均为待估参数。
*
iy 是不可观测的连续变量，也即

潜变量，满足：

 iiiii XREPSPHyi *
（3）

（三）基于LASSO算法的控制变量筛选方法

影响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潜在因素众多，因而，在研究设计中，对控制变量的

选择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借鉴 Sheldon andDeShazo（2017）的研究，采用 LASSO算法从众多影

响因素中筛选出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控制变量。

基于LASSO算法的控制变量筛选方法最初由Tibshirani（1996）提出，这是一种能够降低回归参

数对多重共线性影响的敏感性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进行参数估计的过程中，压缩估计值得到稀

疏解，使得一些不重要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变为 0，以此减少变量个数。LASSO估计量的表达式具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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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所示：

1( ) ( )t

lasso
argmin y X y X


  

    （4）

1

p

j
j

   （5）

（4）式中， )()(  XyXy t  为残差平方和（即OLS的目标函数）；t为调和参数；为调

节参数，用以控制惩罚力度，通常利用 10折交叉验证进行选择；而
1

 为参数向量 的 1-范数

（ 1L norm）。（5）式的含义是：
1

 为回归系数绝对值之和。此外，LASSO最小化问题可等价于

如下约束极值问题：

tts

XyXymin

t

t










..

)()(
（6）

（6）式中，控制t可以让回归系数 的绝对值之和变小，而随着t值逐渐变小，一些回归系数缩

小并最终趋于 0甚至等于 0。当某些变量的系数为 0时，该变量便可从模型中剔除，从而实现变量筛

选。

（四）变量设置

1.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规模养殖户对同行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频率。对于其具体的测量

指标，本文参考Guckian et al.（2018）对保护河流渔业可持续发展中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测度方法
①
，

并结合《新华字典》中对“制裁”释义为“惩处”的中国语境，将规模养殖户对同行采取非正式社会

制裁行为的频率采用如下题项来衡量：“上一年，您有多少次批评其他养猪户污染环境的行为”。对

上述题项的回答选项为“从来没有”“很少”“有时”“大多数时间”和“经常是”，赋值方法为李

克特五分量表。

2.核心自变量。Wong et al.（2002）将社区融入划分为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依据前文

理论分析，本文将物理融入的测量指标设定为农户是否参与社区内部的人情活动，例如本村其他家庭

的红白喜事活动、村委会选举投票、村公共设施建设等。心理融入主要反映规模养殖户对农村社区内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认同和情感。借鉴辛素飞等（2013）和李芬妮等（2020）的研究，

本文将心理融入的测量指标设定为规模养殖户对目前所生活的村庄的喜爱、村庄风俗习惯、是否以生

①Guckian et al.（2018）的问卷设计为：“在过去的捕鱼季节中，您有多长时间参与过以下事项（从‘从未参与’到‘一

直参与’进行李克特七分量表赋值）？①在社交媒体（例如Facebook、Twitter、Instagram）上发表评论，指出个人在捕

鱼后的不恰当处理方式；②对一个垂钓者进行了关于捕鱼和放鱼最佳做法的教育；③当面口头表示不赞成某位垂钓者在

捕鱼后的不当处理方式；④赞扬垂钓者在捕鱼后的恰当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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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本村为荣、生活在本村对于规模养殖户的重要性等的认同情况。依据何兴邦（2016）和曾红萍（2016）

的研究，社交融入可采用规模养殖户与村干部、邻居、同行之间互动交流、互相帮助的程度来表示。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本文结合中国农村地区现状和受访者理解能力对社区融入各指标的具体调查问题

进行修改和调整。具体测量体系包括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 3个二级指标及下设的 10个题

项，除对物理融入的 3个题项进行 0-1赋值外，其余 7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的方法进行赋值。

本文还运用熵值法对以上各指标进行赋权，具体指标设置和权重如表 1所示。

表 1 社区融入各维度指标的赋权结果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权重

社区

融入

物理融入

您是否会去参加本村其他家庭的红白喜事活动：是=1，否=0 0.901 0.299 0.1720

上次村委会选举，您是否进行了投票：是=1，否=0 0.860 0.347 0.2484

您是否会参加村公共设施（例如水利设施）建设或维修：是

=1，否=0

0.702 0.458 0.5796

心理融入

您对“我很喜欢目前生活的村庄”的认同程度：非常不认同

=1，比较不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775 0.883 0.2536

您对“我以生活在这个村庄为荣”的认同程度：非常不认同

=1，比较不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794 0.875 0.2449

您对“能否生活在这个村庄对我而言很重要”的认同程度：

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

认同=5

3.730 0.872 0.2478

您对“我很喜欢本村的风俗习惯”的认同程度：非常不认同

=1，比较不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非常认同=5

3.678 0.865 0.2537

社交融入

在日常生活中，您与邻居互相帮助的程度如何：很低=1，比

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3.710 0.982 0.2764

在日常生活中，您与村干部互相帮助的程度如何：很低=1，

比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3.141 1.017 0.4116

在日常生活中，您与其他养猪同行互相帮助的程度如何：很

低=1，比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3.405 0.959 0.3119

3.控制变量。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借鉴已有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研究（何可

等，2015；王建华等，2019；何可，2019），选择如下控制变量：①规模养殖户受访者特征，包括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②规模养殖户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是否干部户、是否党

员户、是否接入互联网、是否加入合作社；③规模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包括养殖经验、养殖规模、

养殖收入、猪场位置；④政策特征，包括是否有相关政策宣传、自身是否受到政府惩罚、亲朋好友是

否受到政府惩罚；⑤环保认知程度，包括环保法规认知程度、环保政策认知程度；⑥村落特征，包括

是否拥有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是否有村规民约、居民生活习惯、居民互帮互助、是否为平原、是否

为丘陵；⑦考虑到地区异质性，本文还对鄂东、鄂中地区以及市级虚拟变量加以控制。

变量的含义和赋值情况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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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及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 上一年，养殖户有多少次批评其他养猪户污染环境的

行为：从来没有=1，很少=2，有时=3，大多数时间=4，

经常是=5

1 5 2.708 1.063

物理融入 利用熵值法合成综合变量 0 1 0.776 0.317

心理融入 利用熵值法合成综合变量 1 5 3.744 0.756

社交融入 利用熵值法合成综合变量 1 5 3.381 0.806

性别 受访者性别：男=1，女=0 0 1 0.910 0.286

年龄 受访者 2018年的实际年龄（周岁） 19 70 47.158 8.446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年） 0 16 8.857 3.048

自评健康 与同龄人相比，受访者目前的健康状况：很差=1，比

较差=2，一般=3，比较好=4，很好=5

1 5 3.462 0.895

家庭人口数 家庭总人口数（人） 2 9 4.796 1.351

是否干部户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当过干部：是=1，否=0 0 1 0.266 0.442

是否党员户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是中共党员：是=1，否=0 0 1 0.323 0.468

是否接入互联网 家中是否接入移动或宽带互联网：是=1，否=0 0 1 0.773 0.419

是否加入合作社 是否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1，否=0 0 1 0.359 0.480

养殖经验 截至2018年，受访者的养猪年限（年） 1 30 8.179 5.361

养殖规模 2017年生猪出栏量（头），取对数 3.466 10.086 5.442 0.956

养殖收入 2017年家庭养猪收入（元），取对数 0.182 8.517 2.419 1.182

猪场位置 猪场位置：村内=1，村外养殖区=0 0 1 0.501 0.500

是否有相关政策宣传 政府是否对畜禽粪污环保处理进行宣传：是=1，否=0 0 1 0.881 0.323

自身是否受到惩罚 过去 3年，养殖户是否因养猪粪尿排放问题受到过政

府部门的警告或罚款：是=1，否=0

0 1 0.078 0.268

亲朋好友是否

受到惩罚

过去 3年，养殖户的亲朋好友是否因污染处理不当而

受到过政府部门的警告或罚款：是=1，否=0

0 1 0.099 0.299

环保法规认知程度 养殖户对农村环保类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很不了解

=1，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很了解=5

1 5 2.966 0.982

环保政策认知程度 养殖户对农村环保类政策的了解程度：很不了解=1，

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很了解=5

1 5 3.140 0.966

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 本村是否拥有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是=1，否=0 0 1 0.679 0.467

村规民约 是否有村规民约：是=1，否=0 0 1 0.718 0.451

居民生活习惯 养殖户对“本村居民生活习惯很相似”的认同程度：

非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

非常认同=5

1 5 3.774 0.869

居民互帮互助 养殖户对“本村居民经常互帮互助”的认同程度：非

常不认同=1，比较不认同=2，一般=3，比较认同=4，

非常认同=5

1 5 3.740 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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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对照组：山地） 居住地地形是否为平原：是=1，否=0 0 1 0.192 0.394

丘陵（对照组：山地） 居住地地形是否为丘陵：是=1，否=0 0 1 0.408 0.492

鄂东（对照组：鄂西） 居住地是否位于鄂东：是=1，否=0 0 1 0.294 0.456

鄂中（对照组：鄂西） 居住地是否位于鄂中：是=1，否=0 0 1 0.266 0.442

注：本文还控制了市级虚拟变量（武汉、十堰、襄阳、恩施、荆州、黄冈、咸宁、荆门，以宜昌为参照），由于篇

幅所限，描述性统计结果未报告。

随后，本文应用LASSO方法进一步筛选控制变量，结果如表 3、表 4所示。不难发现，最优调节

参数为 0.007，即在 34个控制变量中，是否接入互联网、是否加入合作社和鄂东的系数为 0，余下 31

个控制变量将纳入后文的实证回归模型。

表 3 控制变量筛选的调节参数估计

调节参数 参数 变量个数

第一次调节参数 0.340 0

最优调节参数前一次调节参数 0.007 31

最优调节参数 0.007 31

最优调节参数后一次调节参数 0.006 31

最后一次调节参数 0.000 34

表 4 控制变量的LASSO回归系数

变量名称 系数 变量名称 系数

性别 0.039 环保政策认知程度 0.184

年龄 0.099 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 0.118

受教育程度 0.062 村规民约 0.098

自评健康 0.044 居民生活习惯 0.033

家庭人口数 0.026 居民互帮互助 0.058

是否干部户 0.032 平原 0.084

是否党员户 0.031 丘陵 -0.012

是否接入互联网 0.000 鄂东 0.000

是否加入合作社 0.000 鄂中 0.058

养殖经验 -0.068 十堰 -0.051

养殖收入 -0.008 恩施 -0.023

养殖规模 -0.109 黄冈 0.090

猪场位置 -0.139 荆门 -0.126

是否有相关政策宣传 0.059 荆州 -0.038

自身是否受到惩罚 0.031 武汉 -0.113

亲朋好友是否受到惩罚 -0.038 咸宁 -0.045

环保法规认知程度 0.100 襄阳 -0.129

四、实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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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社区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

1.基准回归结果。本文采用有序 Probit模型并运用 Stata 16.0软件估计农村社区融入对规模养殖户

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结果如表 5所示。

物理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规模养殖户的物理融入程度越高，对同行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频率就越高。可能的

解释是：物理融入程度较高的规模养殖户，较热衷于参与农村社区中的公共活动和事务，对个人声誉

也较为关注。这部分群体通常会通过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式来提升自身在农村社区的影响力。因而，规

模养殖户倾向于对其他养猪户污染环境的行为做出更高频率的批评，即倾向于通过采取非正式社会制

裁行为规范同行的养殖污染行为，从而维护或积累个人在农村社区的声誉资本。

心理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伴随着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自然村落逐渐消失，这使得规模养殖户对农村社区的心理认同存在较大分化。正

如贺雪峰（2000）指出，“自然村的熟人因为拥有村落共同的生活空间，而且相互知根知底”，故而

可以构建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熟人社会的秩序出来。因此，倘若行政村中的自然村数量较少，心理融入

对规模养殖户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与此同时，贺雪峰（2000）也指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行政

村作为规划的社会变迁，虽然拥有相同的行政空间，却可能缺乏共同的生活空间，……结果，行政村

虽然为村民提供了相互脸熟的机会，却未能为村民相互之间提供充裕的相互了解的公共空间。”因此，

倘若行政村中的自然村数量较多，心理融入对规模养殖户的影响可能会被弱化。换言之，规模养殖户

对农村社区的归属感会因行政村中自然村的数量差别而存在较大差异，也即部分规模养殖户可能对其

所在的农村社区的认同程度不高，从而弱化了心理融入对他们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唐林

等，2019）。

社交融入变量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

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规模养殖户的社交融入程度越高，其采取非正式

社会制裁行为的频率越高。可能的解释是：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往往

通过日常互助、互惠来维持个人的社会关系，互利共赢是人们行为决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何可和张俊

飚，2020），因而，规模养殖户倾向于对那些不采取环境友好的方式处理生猪粪污而损害集体利益的

规模养殖户进行更高频率的批评。因此，社交融入程度越高的规模养殖户，往往越重视互利共赢，越

有可能对其他规模养殖户的污染环境行为进行非正式社会制裁。

表 5 农村社区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影响的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物理融入 0.412*** 0.154

心理融入 0.004 0.093

社交融入 0.317*** 0.072

伪R2 0.121

注：①各回归中已包含通过LASSO方法筛选出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②***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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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5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 Stata软件计算农村社区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

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结果如表 6所示。不难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理融入对规模养殖

户“有时”“大多数时间”和“经常”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边际影响显著，边际效应分别为 0.035、

0.057和 0.039。这表明，规模养殖户的物理融入程度每提升 1个等级，其“有时”“大多数时间”和

“经常”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概率分别提升 3.5%、5.7%和 3.9%。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物理融入对规模养殖户“从来没有”和“很少”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边际影响显著，边

际效应分别为-0.077和-0.054，即规模养殖户物理融入程度每提升 1个等级，其“从来没有”和“很少”

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概率会减少 7.7%和 5.4%。类似地，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有时”“大

多数时间”和“经常”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边际影响显著，边际效应分别为 0.027、0.044和 0.030；

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从来没有”和“很少”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边际影响显著，边际效应

分别为-0.059和-0.042。总体而言，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作用要大于物理

融入。

表 6 农村社区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

从来没有 很少 有时 大多数时间 经常

物理融入 -0.077***

（0.029）

-0.054***

（0.020）

0.035**

（0.014）

0.057***

（0.021）

0.039***

（0.015）

心理融入 -0.001

（0.017）

-0.000

（0.012）

0.000

（0.009）

0.000

（0.013）

0.000

（0.009）

社交融入 -0.059***

（0.014）

-0.042***

（0.010）

0.027***

（0.007）

0.044***

（0.010）

0.030***

（0.007）

注：①各回归中已包含通过LASSO方法筛选出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②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③***和**分别

表示1%和 5%的显著性水平。

2.稳健性检验。本文采取如下 4种策略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首先，在基准回归的

基础上进一步控制村级哑变量。规模养殖户调查涉及的村庄较多，且分布在鄂东、鄂中和鄂西的不同

区域，而湖北省内各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历史文化积淀也有所差别，因而，未观测的村庄

差异可能会对实证结果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村级哑变量，回归结果

如（1）列所示。其次，考虑到政府惩罚等正式社会制裁对规模养殖户参与养殖污染环境治理的影响不

可忽视，本文进一步分别剔除规模养殖户自身曾受到政府惩罚的样本以及亲朋好友曾受到政府惩罚的

样本，重新回归的结果分别如（2）列和（3）列所示。再次，在设有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农村社区

中，规模养殖户往往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养殖污染环境治理，为验证一般情形下农村社区融入的作用

效果，本文剔除本村拥有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样本，重新回归得到的结果如（4）列所示。最后，考虑到

武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将武汉地区的样本与其他地区的样本一起进行模型

回归分析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的普遍性，为此，本文剔除了武汉地区的样本，重新回归的结果如（5）

列所示。从表 7的 5个回归结果来看，物理融入和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

影响依然显著且系数为正，与表 5回归结果所得结论保持一致，可见前文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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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物理融入 0.410***

（0.154）

0.297*

（0.162）

0.390**

（0.161）

0.375*

（0.194）

0.306*

（0.166）

心理融入 0.002

（0.094）

-0.022

（0.100）

0.003

（0.100）

0.021

（0.112）

0.101

（0.103）

社交融入 0.314***

（0.073）

0.397***

（0.078）

0.360***

（0.080）

0.383***

（0.093）

0.251***

（0.078）

伪 R2 0.121 0.133 0.121 0.099 0.128

注：①5个回归中均包含通过LASSO方法筛选出的控制变量，（1）列中还控制了村级哑变量，估计结果略；②括

号中为稳健标准误；③***、**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3.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农村社区融入与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

果关系，由此产生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规模养殖户对同行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也会影响社区

内部规模养殖户之间的关系，进而对规模养殖户的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产生影响。因此，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该问题。本文的核心自变量——物理融入、心理融入、社交融入均通过熵

值法合成，而在普通有序 Proboit模型中直接引入工具变量只能解决内生变量为连续变量的情形（张景

娜和张雪凯，2020），故本文采用Roodman（2011）提出的条件混合过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下文简称“CMP”）估计方法进行估计。该方法适用于有序分类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且具有操作便

利的特点。该方法主要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寻找一个工具变量来估计其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

第二阶段则是将工具变量代入基准回归中，之后通过观察内生检验参数 atanhrho_12是否显著异于 0

来判断模型是否具有内生性：如果该参数异于 0，则说明存在内生性。在工具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借

鉴Rozelle et al.（1999）以及陆铭和张爽（2008）的研究，选取社区平均物理融入、社区平均心理融入

和社区平均社交融入分别作为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的工具变量。其中，社区平均物理融入、

社区平均心理融入、社区平均社交融入均是通过剔除规模养殖户本身的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

入后计算其他规模养殖户的平均融入水平而得。对于居住在同一社区的规模养殖户，其生产行为、生

活习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农村社区的平均融入水平与规模养殖户本身的融入水平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但是，这一变量与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却不相关，因而，满足工具变量选取

的条件。

CMP估计结果如表 8所示。不难发现，3个工具变量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满足相关性；

atanhrho_12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从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考

虑内生性后，物理融入、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依然在 1%的水平上

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8 农村社区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CMP估计结果

物理融入 心理融入 社交融入 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

系数 稳健 系数 稳健 系数 稳健 系数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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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误 标准误 标准误 标准误

物理融入 0.215*** 0.059

心理融入 0.117 0.077

社交融入 0.505*** 0.064

社区平均物理融入 0.718*** 0.031

社区平均心理融入 0.425*** 0.032

社区平均社交融入 0.743*** 0.031

atanhrho_12 -0.091***（0.000）

注：①各回归中已包含通过LASSO方法筛选出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②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③***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二）进一步讨论：社区融入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作用的发挥可能会相互影

响。例如，规模养殖户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恋感越强，其心理融入程度越高，有可能使

得规模养殖户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从而增强其物理融入程度。类似地，规模养殖户物理融入程度

越高，即他们在农村社区中互动交流的频率越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其社交融入程度的提升。为进一步

探讨物理融入、心理融入和社交融入相互之间的作用效果，本文按其平均值对物理融入、心理融入、

社交融入进行分组，高于均值的样本视为高融入组，低于或等于均值的样本视为低融入组。据此，本

文应用似无相关模型分别展开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9所示。

由（1）列可知，无论是高物理融入组，还是低物理融入组，均有助于社交融入作用效果的发挥，

但组间差异不显著。这意味着，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并不因物理融

入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由（2）列可知，较之于低心理融入组不受社交融入的显著影响，高

心理融入组的规模养殖户较易因社交融入程度的提升而表现出较高频率的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两组

的组间差异在 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高心理融入组还受到物理融入的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影响与

低心理融入组的组间差异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低心理融入组的规模养殖户虽然因种种原因参与了

较多的村庄公共活动与事务，但是他们对农村社区的认同程度不高，因而难以激发他们维护农村社区

公共利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就难以促使他们对同行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这也说明，物理融

入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心理融入。由（3）列可知，随着物理融入程度的提高，高社交融入组表现出较高

频率的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但其影响与低社交融入组的组间差异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对于低社

交融入组的规模养殖户而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与本村其他人互相帮助，在行为决策中受到人情

因素的约束较小，即使参与较多的村庄公共事务，也可能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而对同行的

养殖污染行为不闻不问。

表 9 物理融入、心理融入、社交融入之间的相互影响

变量
（1）物理融入 （2）心理融入 （3）社交融入

低融入组 高融入组 系数差值 低融入组 高融入组 系数差值 低融入组 高融入组 系数差值

物理融入 0.335 0.594*** -0.259 0.489 0.307** 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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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7） （0.215） （0.211） （0.253）

心理融入 0.136

（0.147）

-0.098

（0.124）
0.234

-0.135

（0.127）

0.096

（0.143）
-0.231

社交融入 0.319***

（0.114）

0.324***

（0.100）
-0.005

-0.090

（0.111）

0.563***

（0.105）
-0.653***

注：①各回归中已包含通过LASSO方法筛选出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②系数差值的显著性检验方法为 z检验；

③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④***和**分别表示 1%和5%的显著性水平。

（三）异质性分析：户籍地的影响

前文结果表明，物理融入、社交融入都能显著提升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频率。

理论上，户籍地点容易形成“内外之分”，即按户籍将人口划分为本地人和外地人（杨菊华，2015）。

由于户籍地点的不同，本村规模养殖户和外村规模养殖户的农村社区融入会“内外有别”。那么，物

理融入、社交融入对于本村规模养殖户与外村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存在

差异。本村规模养殖户彼此之间是熟悉的，且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

的亲密的感觉”（费孝通，2011）。这意味着，由于流动性的不足，本村的规模养殖户往往受到本地

独有文化习俗的长期熏陶，对本村具有更高的身份认同（孙文凯和王格非，2020）。因而，本村规模

养殖户可能对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更加积极。鉴于此，本文以户主户籍地是否为本村对本村规模

养殖户和外村规模养殖户进行区分，进一步探讨农村社区融入对两类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

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结合常见的异质性分析方法在有序 Probit模型上的可操作性，本文选择了似无相

关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10所示。

表 10 异质性分析：户籍地的影响

外村规模养殖户 本村规模养殖户
系数差值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物理融入 -0.346 0.847 0.356** 0.167 -0.702

心理融入 -0.381 0.348 0.066 0.099 -0.447

社交融入 0.939 0.258 0.297*** 0.077 0.642**

注：①各回归中已包含通过LASSO方法筛选出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②系数差值的显著性检验方法为 z检验；

③***和**分别表示 1%和5%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 10中不难发现，社交融入对外村规模养殖户和本村规模养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

影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具体而言，较之于外村规模养殖户不受社交融入的显著影响，本村规模养

殖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受到社交融入的显著影响，这一差异在 5%的水平上显著。同时，本村

规模养殖户还受到物理融入的显著影响，但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以养殖污染治理为例，探讨了农村社区融入中的物理融入、心理融入、社交融入对规模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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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养殖过程中，物理融入和社交融入都能

够提高规模养殖户批评同行污染生态环境行为的可能性，且社交融入的作用强于物理融入；第二，社

交融入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心理融入的影响，高心理融入组的规模养殖户较易因社交融入程度的提升而

表现出较高频率的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而低心理融入组的规模养殖户则不受社交融入的影响。第三，

相比于外村规模养殖户，本村规模养殖户较易因社交融入程度的提升而对其他养猪户污染环境的行为

表现出较高频率的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重视非正式社会制裁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社会

困境中的作用。较之于依托法律法规实施奖惩的正式社会制裁行为，以同行压力为核心的非正式社会

制裁行为的成本更低，这为政府预算有限情况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为此，基层

政府和村集体应构建正式社会制裁与非正式社会制裁互为补充的体系。第二，考虑到物理融入和社交

融入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应丰富公共社区服务活动，畅通规模养殖户参与公共事务的

渠道，提高规模养殖户参政议政的能力。还可搭建一系列社会互助交流平台，增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的“地方性共识”。特别是对于本村规模养殖户，由于他们对本村物理融入和社交融入的提高能够促

进自身采取非正式社会制裁行为，故可通过举办晚会、本村特色文化节等文化社交活动的方式提高其

融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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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ural Community Integration on Large-scale Farmers’
Adoption of Informal Social Sanctions Behavior

HEKe LI Fanlve YELihong YANGWei

Abstract:Taking pollution control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uses the LASSOmethod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to screen control variables and uses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ural community integration

(physical integrati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n large-scale farmers’ informal social sanctions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 the face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ehavior of the peers in the breeding process, both physic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can promote large-scale farmers to adopt informal social sanctions against them, and social

integration plays a greater role. Secondly, the effe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depends 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Large-scale farmers

in the group with a high level of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show a high frequency of informal social sanctions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irdly, large-scale farmers with registered residence in their own villages are more likely

to show a high frequency of informal social sanctions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developing

differentiated rural community integration measur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encouraging large-scale

farmers to adopt informal social sanctions behavior canhelp solve the dilemmaof breedingpollution control.

Keywords: Rural Community Integration; Informal Social Sanctions Behavi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Large-scale

Farmer


